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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陈凯华 1 刘泓欣 1 张宇杰 1李宁 2 

（1.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2.美国东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公共

政策系, 美国华盛顿州切尼市 99004） 

 

摘要：美国逐步建立起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了从科技追赶到创新领先的超越，并

持续巩固其在前沿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纵观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历程，可

划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创新活动主要以民间和市场力量驱动，国家创新体系雏形初现；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介入力量加强，效能提升向组织化方向推进；冷战至 21 世纪初军事民

用双线并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提升；进入 21 世纪以来，转向以科技和经济

并重的大国竞争战略，推动其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动态适应和持续优化，整体效能稳步提升。

聚焦政府在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效能提升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整

体效能提升的实践呈现出战略导向引领、组织架构优化、创新生态体系构建和政策体系支撑

的特点。结合新形势下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动向及其潜在影响，进一步提出我国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应对措施与启示，包括强化战略导向下的前瞻部署和灵活调整，推

动战略导向和需求导向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推进要素高效流转的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以及优

化完善整体性创新政策体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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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一国国家创新能力和效率的综合，反映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预

定功能、达成预定目标的程度[1]。其强调创新体系中单个子系统或组织、个体等所不具备的

系统性能力与协同效应。“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自 2012 年首次被提出以来，历经

十余年实践，逐步发展为我国新发展阶段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2021 年 12 月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均明确强调，要提升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进科技强国建设。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各国愈加重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及其效能提升，以构建

起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美国在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了主体协同、灵活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并以此为基础在 20 世纪初实现了从科技追赶到创新领先的超越[2]，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

始终保持着全球领先地位。在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为竞争重点的科技

竞争格局下，美国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成为支撑其在上述前沿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关键

抓手。因此，对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及其效能提升历程进行梳理和研究，能够为我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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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提供国际经验借鉴，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战略研判与体系部署提

供有益参考。鉴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有

效协调各主体间互动关系[1][3]，本文聚焦于政府作用视角，分析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及其

整体效能提升的实践演进，以期为新形势下我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形势判断、

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1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实践演进历程 

经过长期发展演化，美国逐步形成了“企业主导、政府促进、多元主体协同”的国家创

新体系[4-5]，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展现出顺应环境变化的动态调整特征。依据其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的代表性历史进程特点进行划分，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及其整体效能提升主要经历了

如下四个阶段。 

1.1 早期萌芽阶段（两次工业革命期间）：创新活动主要以民间和市场力量驱动，国家创新

体系雏形初现 

两次工业革命期间，创新活动主要依靠民间科技创新团体（如美国科学促进会）、个人

发明家和企业的自主开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私人基金会的兴起（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

卡内基基金会），为早期美国创新主体的活动提供私人资金支持。同时，美国建国过程中逐

步完善的法律制度[6]、工业革命的资本技术积累以及南北战争胜利所实现的国家统一，为其

国家创新体系初步构建提供条件。《莫里尔法案》的颁布推动了高校体制的初步形成，工业

实验室出现并快速发展，政府系统内研究单位陆续建立[7-8]，国家创新体系雏形初现，为后

续整体效能的系统提升奠定基础。 

1.2 加速提升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介入力量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向有组织方向

推进，整体效能显著提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美国科技体制形成的开端，也是政府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及

科研体系建设的分水岭[9]。战时研发体系的构建不仅满足了短期军事目标，也永久性地改变

了美国科技发展轨迹[10]。该阶段，美国管理和资助科技研发的政府机构不断建立健全，科

技研究体系的组织化色彩加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速提升。 

二战期间，鉴于科技军事研究的紧迫需求，联邦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和重视不断提升。

研发经费从 1939 年的 1 亿多美元增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 15 亿美元，推动全国技术

集群出现和高科技创业[10]。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和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

的建立，作为战后以合同制资助为核心的科技管理体制的开端，推动科研资源组织与配置的

日益高效化[11-12]。企业研究体系得到快速发展[13]，工业研究实验室迅速发展成为美国国家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军事战略导向下美国启动了以“曼哈顿计划”为代表的一

批大型研究计划，催生了国家实验室体系，并产出一系列卓越的科技创新成果[14]，支撑了

其战后长期的科技发展。战争强化了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战略价值的认识，科学研究关注点

开始由应用研究向基础研究倾斜[15]。 

1.3 多维提升阶段（冷战—21 世纪初）：军民双线并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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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背景下，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呈现军事民用双线并行发展的特征，其组织运行模式也

由战时临时体制向常态化、制度化转变。鉴于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所引发的反思[14]，

该阶段美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科研资助及研发体系不断建立健全，基础研究迎来“黄金十

年”。《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为战后美国科技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奠定了基础[16]，直

接促成了后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成立，为长期稳定资助基础研究提供了组织支

持。 

在科研机构布局上，美国形成了军事与民用并重的科研体系。在军事研究方面，陆续设

立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承担国防军事安全相关科技任务，

强化科技资源的集中部署[12]。在民用研究方面，原子能委员会、NSF 等机构的建立弥补了

民用领域科研资助机构的空白[12]，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现了从联邦集中投资向多部门

多元化资助的转变，逐步构建起多部门、多渠道的科研资助体系，涵盖能源、农业、国防、

健康等多个领域。在科技管理体制方面，美国也迅速推动科研管理机构的完善。联邦政府陆

续成立了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国家科学技术

委员会（NSTC）等跨部门协调机构，明确由 OSTP 统筹全国科技政策，逐步构建起联邦政

府主导的多元协同治理结构与科技决策体系。 

战时国防需求带动的大量军事订单，也推动了包括硅谷在内的一众企业的发展，促进了

政产学研深度合作。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合组织的成立、国家实验室管理权竞标制度改革

等，逐渐构建起军转民技术扩散通道，军事研发成果逐步向民用领域转化。《小企业法》《拜

杜法案》《全国合作研究法案》等系列法案的颁布，《合并指南》和《哈特-斯科特-罗迪诺

法》等反垄断法的相继出台[17]，明确高校和中小企业在成果转化与技术孵化中的法律地位

与权益，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与技术转化动力。冷战后期，随着国防需求减少和经济结构调整

压力上升，美国科技创新政策从“军转民”转向“军民融合”和“民用优先”。政府开始设

立早期风险投资基金，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高科技领域[13]，促进科研、市场与资本的深

度融合，逐步形成多元协同、高效互动的创新生态，有效推动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 

1.4 调整适应阶段（21 世纪初—至今）：转向科技和经济并重的大国竞争战略，国家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在动态适应中稳步提升 

随着 21 世纪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科技创新能力愈加成为各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美

国不断调整和优化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逻辑，通过多项战略与制度安排推动体系的动态适应，

其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呈现出科技和经济并重、强调国际竞争并不断适应性调整和变

革的特点。 

美国政府持续推动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与重组，提升科技创新活动效率。2008 年全球

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政府发布多轮《国家创新战略》报告[18]，确立“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的政策导向，重申联邦在基础研究资助、促进技术转化与产业引导中的关键作用。在该报告

的指导下，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一众研发和资助机构也将关注重点转向

国家长期需求导向。2012 年出台的与企业、大学、社区共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

及加大研发资助和相关税收减免等措施，推动形成了未来产业研究所、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

等产学研联合体，强化国家创新体系各主体力量协同。 

同时，为强化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优势，美国日益将科技竞争置于国家安全与国际

竞争战略的核心位置。近年来对华遏制力度不断加强，推行以“大国竞争”战略为核心的科

技对外政策，强化“小院高墙”战略布局[19]，颁布《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实体清单制度》

及《2022 芯片与科学法案》中的“护栏条款”等政策制度，以技术封锁、加征关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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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强化审查立法等手段，从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方面对华进行全面遏制。 

在前沿技术战略部署方面，美国愈加重视以核心技术突破支撑国家竞争力的提升[19]。

“9/11 事件”后，在国家安全和反恐需求导向下军事研究机构和项目资助大幅提升。拜登政

府先后出台《2022 芯片与科学法案》《国家量子信息安全法案》及“AI 曼哈顿计划”等科

技战略与资助计划，大力推进包括信息技术、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19]。

同时，通过创设首席技术官职位、国家网络总监等职位，组建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如人工

智能研究中心、国家量子信息服务研究中心、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等），提升前沿关键技术

发展对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赋能作用。 

2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经验分析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是在持续应对内外环境变化和挑战的过程中逐步调整建构而成的，其

效能提升过程彰显了其创新体系的结构灵活性、制度适应性与战略调整能力，对我国国家创

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具有较高的现实借鉴价值。本节将围绕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

经验，从战略布局、组织模式、生态建设、制度安排四个关键维度进行系统分析。 

2.1 战略布局：持续优化、前瞻布局的战略导向引领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整体效能提升过程呈现出持续优化和前瞻布局的特征。其在不

断审视自身发展问题与战略需求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向，以避免或减少

体制僵化及效能提升的停滞。历史上，面对诸如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等外部冲击，美国迅

速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并推动科研资助与管理体制改革，例如强化 NSF 职能、组建 DARPA

等。而美国国内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也为美国科技政策制定与调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库支

持。如二战末期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以及近年来《增强美国创新优势 2020》[20]《认识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 2020》[21]等报告，针对当时美国所存在的科技投入放缓、技术转化不畅

及对海外人才高依赖度等不足进行反思，并针对性提出优化路径。在发展战略性前沿技术方

面，美国也始终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与战略前瞻性，不断强化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提升优势。二

战期间其针对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开展的前瞻性研究工作，有力支持了美国战争的胜

利并奠定了战后前沿技术发展的引领地位。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后，美国始终保持对量子、半

导体、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重视并开展多层级政策的前瞻性布局[19]。资助机构布局方面

形成了包括 NSF、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内的多元资助格

局；科研平台或计划方面也部署了包括 NSF 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计划、DOE 的国家量

子信息科学研究中心和微电子科学研究中心以及 NASA 的 QuEST 实验室等在内的多个计划

与机构；职位上设立包括首席技术官职位、国家网络总监等在内的新职位。同时，其逐步将

以 DARPA 为代表的高风险、高回报的研发机制推广至更多领域，建立起以 ARPA-E（能源）、

ARPA-H（健康）以及正在酝酿中的 ARPA-Ag（农业）等为代表的新型“任务导向型”机构

体系，进一步推动形成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国家科技创新布局。 

2.2 组织模式：动态调整、强化协同的组织架构优化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效提升的关键之一，在于其建立了灵活高效的科技创新组

织架构。通过不断调整科研管理体制，以应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需求和技术变革挑战。战

争时期的军事需求驱使其从原先松散的政府研究单位，迅速构建起体系化的战时科研组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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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短期内极大促进其科技创新组织模式调整。战后则迅速向以 NSF、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NIH）、OSTP 等为核心的民用科研体系过渡，推动科研组织向多部门协调演进。进

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合作理事会（TIP）、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CDP）

等新机构设立，整合前沿技术治理职能，并采用职能分权、分工协作的科技管理机制，允许

各部门根据自身战略定位与产业方向自主开展科研组织与资源配置，增强了跨机构协同效能
[19]。 

2.3 生态建设：要素融合、包容自主的创新生态体系建设 

美国多元协同、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构建有效支撑了其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

政府层面强调市场作用发挥以及激发各主体的创新自主性与积极性。通过产权激励、促进风

险资本的市场化以及反垄断等多方措施，为创新生态内政产学研金等领域创新要素的有效融

合提供有力的政策指导和制度支持。《专利法》《拜杜法案》等明确了产权归属，有效保障

了各类创新主体的权益及推动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通过小型企业税收减免、研发抵免等系

列政策激励中小企业参与科技研发。其分权式创新治理结构，使政府各职能机构能够针对性

部署政策资源，提升政策与现实创新需求的适配度，有效引导了市场主体效益与政府公共目

标的结合。同时，美国成熟的金融体系为创新资源的有效流动提供条件，形成以风险投资和

专业评估为支撑的资源配置机制，引导资金流向前沿领域。2023 年美国主要行业分支风险

投资额统计结果显示，生物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器占据排行榜前

三，体现出资本配置与国家技术战略的高度一致。同时，其不断加强对各主体创新活动的包

容性，对初创企业的容错率不断提升。 

2.4 制度安排：需求导向、全链条支撑和多方集智的创新政策体系支撑 

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精准施策的特点贯穿于创新活动的全链条[17]，以兼顾不同阶

段的创新需求。在基础研究阶段，坚持长期稳定资助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了涵盖

DOE、NSF 和国防部（DOD）等诸多部门机构的资助体系，为创新发展提供了稳定多元的

资助支持。同时，针对早期高风险研究，美国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研究工作，并基于公私合作

模式推动高风险的前沿研究发展。在项目选题确定及立项阶段，向社会各界，尤其是产业界

专家广泛征求意见，以提升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需求应用的匹配衔接。在技术开发阶段，美

国政府提供了包括法律法规完善、合同签订以及基金项目资助在内多种形式的支持，并通过

合同条件设定、里程碑考核及多主体、阶段性评估，监控进展并促进成果转化[22]。例如DARPA

的“分阶段合同”制度，根据项目进展进行分阶段资助验收和资助额度调整，有效提升了资

源利用效率和技术开发成功率。在商业化阶段，通过颁布《小企业法》《小企业投资法》、

建立小企业管理局（SBA）、制定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降低资本利得税等系列

措施，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市场作用，利用企业市场牵引和税收杠杆推动技术转化、产品研发

和推广[17-18]。美国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的制定中也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战略一致的特点[23-24]，

以迅速、科学响应外部创新环境及需求变化。如美国白宫设立多个联邦科技政策决策咨询机

构，包括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以及总统科技

顾问委员会（PCAST），汇聚各界智力资源为政府科技创新决策提供支持，以提升科技政

策科学性与战略契合度。同时，对环境变化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动态调整相关战略与政策制

定。动态更新《国家创新战略》《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等战略报告，以确保自身战略与国

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前沿技术竞争的新需求密切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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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形势下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动向及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影响、应

对措施与启示 

3.1 新形势下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动向及对我国的影响 

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各国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受国际环境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自中美

科技战略博弈以来，美国在关键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人才竞争等与我国展开多方位竞争，

显著影响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方向与战略重点[25]。 

（1）新形势下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动向 

一是，科技创新政策导向向国家利益和科技竞争转向。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战

略，在强化本国科技产业基础的同时，采取多种政策限制他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发展。在对

内科技政策方面，强调发挥市场作用以提升科研潜能，采取了系列措施包括：构建新型数字

资产监管体系、推动国家实验室改革[26]、对前沿技术领域奉行以鼓励创新为导向的轻监管

政策导向等。在对外科技政策方面，以“大国竞争”为核心，强化“小院高墙”战略布局，

采取包括负面清单、“美国优先投资政策”[27]及“对等关税”政策[28]等多种手段，加强中

美两国间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及人才交流等多方管制[29]。 

二是，使命导向下的科研组织化特征愈加明显。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压力，美国政府重新

强调“大科学”与“使命导向”，推动科研活动向更为集中、组织化的方向发展[19]。美国

政府借鉴 DARPA 模式，陆续设立 ARPA-E、ARPA-H、IARPA 等机构，强化对前沿科技领

域的系统布局和跨部门协调能力，并通过成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院、

量子信息研究中心等平台，重塑国家实验室体系、实施关键技术专项治理等，针对量子、

AI、生物、半导体等关键前沿技术领域进行集中攻关。DOE 推出“FASST”计划，依托 17

个国家实验室重塑科研智能数据库和实验体系，以及 NSF 牵头成立 25 个国家人工智能研究

中心以及 DARPA 发布“前瞻性试验”（FLEX）计划，都呈现出明显的有组织化科研特征。

此外，《国家量子倡议法》《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法案颁布，以及 NSF、DOE 等机构的专

项资助，为推行大规模基建建设计划以支撑科技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与资金支持，持续推动

以国家使命导向的科研体系建设。 

三是，愈加重视国内创新生态体系的完善。通过颁布《减税与就业法案》下调联邦企业

所得税率，引入多项鼓励企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机制，增强企业技术研发意愿和能力。同时，

美国科技政策日益表现为政产共构的特点，产业界正深刻影响美国科技发展和决策。美国国

家科学委员会在内的科技政策咨询体系中有来自私营部门大量成员，新一届 PCAST 的架构

和成员组成也愈加凸显了产业成员的地位。《芯片与科学法案》的立法动因与政策走向也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特尔、台积电等企业的游说与投资承诺。此外，美国愈加关注创新链后

端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落地，以使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如 NSF 增

设 TIP 以衔接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新建专门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以

期能够真正赋能于国家发展；其所创建的跨行业量子技术联盟（QED-C），及与 DOE 整合

各界资源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基础设施（NAIRR）建设计划，旨在融合学界与产业资源加速

技术转化，以应对来自以中国为主的国际科技竞争压力。 

四是，加快国际科技合作及同盟关系的构建。面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及中美两

国的技术脱钩和贸易摩擦，美国加快针对中国的科技同盟关系构建[30]，以提升自己的领导

力与话语权、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加强对中国的打压[31]。如，在人才方面联合其他盟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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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排他性科技合作联盟，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网络之外。在关键核心技术

方面，美国联合日本、韩国等国家，在高端半导体制造设备、先进 AI 芯片及 5G/6G 通信核

心技术领域，构建了以技术封锁与标准主导为特征的“小多边科技同盟”，共同对中国进行

战略性遏制。 

（2）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影响与挑战 

一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科技资源统筹布局和组织模式面临结构性调整。美国科技政

策日益呈现任务导向和组织化特征，聚焦国家战略目标，强调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与政策执

行效率。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将面临更强的发展压力和国际竞争压力，对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

对我国创新体系的组织能力与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我国国家创新体系

面临在科技资源统筹与科研活动组织模式上的结构性调整要求，需从碎片化分布走向有组织

科研、从自由分散走向任务牵引，以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系统集成效能与应对国际竞争

的能力。 

二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短期受抑，长期来看或将激发内生动力。自中美

科技博弈以来，美国在芯片、能源等关键领域强化对华技术管控与贸易壁垒，采取加征关税、

加强投资审查和实施出口限制等手段，切断部分高端设备与基础软硬件供应，显著阻碍了创

新链关键环节的要素流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子环节协同短期内受阻，抑制我国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动力[32]。从长远看这一外部压力也可能推动我国构建自主可控的创

新链与产业链协同体系，激发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内生动力。 

三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开放性短期内暂受限制，长期来看仍具备提升空间。美国对华

科技人才跨国流动与合作实施制裁使得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外部开放性面临短期内下

降的形势，正经历从开放合作向战略竞合模式的转变。随着中美围绕顶尖科技人才的争夺不

断加剧，双方在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的空间将愈加受限，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格局面临深度调

整。美国通过构建排他性科技合作联盟，削弱我国全球科研网络融入程度，限制国际与中国

科技人才开展合作，成为制约我国形成具有开放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的障碍之一[33]。但

同时，美国国内科技人才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加速全球科技人才流入中国，为我国国家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提升提供人才机遇。我国也正积极调整国际科技合作方向，加强与“一带一路”

国家及其他战略合作伙伴国的对话和合作，从长远看将进一步激发我国拓展国际合作伙伴、

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动力。 

3.2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应对措施与启示 

在考虑中美政治制度、经济和科技体制差异的基础上，本文立足我国体制机制现状和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需求，批判性吸取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整体效能提升的成功经

验，以提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应对措施与启示。 

（1）强化战略导向下的前瞻性部署和灵活性调整 

一是，充分发挥中央科技委员会的统筹牵引作用，提升科技战略决策的前瞻性与系统性，

实现全国“一盘棋”，统筹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前瞻部署，集中创新资源和力量开展科

技协作与攻关，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实现关键前沿技术领域的战略性突

破。二是，建立健全前瞻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与动态调整的体制机制。借鉴美国 DARPA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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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容忍、动态评估与灵活调整的项目资助方式，聚焦前沿性技术，扩大项目资助布局范围，

提升容错率与资助力度的同时加强风险的动态监管，基于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科技创新领

先的目的，加强前瞻性创新项目甄选的顶层设计。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项目加

强精准、持续资助，有效引导科研人员超前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关键基础前沿研究领域

发展。三是，建立健全反思决策与动态调整及多主体决策建言机制，构建具有动态适应性和

及时响应能力的科技创新组织架构，实现顶层战略的及时下达和执行反馈。 

（2）推动战略导向和需求导向的有组织基础研究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度对接。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以目标导向牵引带动自由探索，使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相互促进。通过建立体系化、协调化的科研组织与管理模式，将基础研究力量与实际需

求紧密结合。二是，推动基础研究多元协同投入机制。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仍主要依赖中央财

政支持，应进一步撬动领军企业、社会组织、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可借鉴 NSF

设立 TIP 等系列举措，强化跨领域多主体协作的专项基金和合作平台构建，设立促进全创新

链政产学研多主体参与的多样化推动计划，以实现基础研究的多元主体协同投入。 

（3）加快推进要素高效流转的创新生态体系建设 

一是，优化制度环境建设，促进关键要素的自由流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金融支持体

系，强化市场在促进知识、技术、人才和资金等创新要素流动中的关键作用。加强科技创新

资源一体化配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

效。二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创新链条协同运行。鼓励企业主导建立产学研联合体，

设立中介平台与项目基金，构建政府引导下的多主体协作机制。通过“科研特区”“创新共

同体”“揭榜挂帅”等举措，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流程，提升创新要素转化效能。 

（4）优化完善整体性创新政策体系设计 

基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目的进行整体性政策体系设计[34]，通过促进政策组合

的一致性和协同性以最大化激发各创新主体科技创新活力[35]。一是，强化创新政策在出台、

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一致性和协同性。明确划分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和权限范围，防止因权限

不清导致“政出多门”的现象。构建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提升政策取向一致

性和政策协同效率。二是，提升创新政策制定的央地协同水平，推动形成跨层级、跨部门的

政策协同。允许地方在中央战略框架下根据自身发展现状和需求，探索差异化的政策提升路

径；中央政府通过遴选与推广成功试点经验，推动标杆创新政策实践向全国范围的传播与扩

展。三是，完善创新政策的一致性审查和评估机制。建立以动态评估为核心的政策修正机制，

依据阶段性测评结果实施政策的废、改、补、立以强化各环节之间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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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has methodically constructed a remarkably efficient and resilient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is sustained endeavor has enabled the nation to successfully 

transcend its initial position as a technological follower, ultimately achieving and consolidating 

preeminent global leadership in innovation. Furthermore, the US has consistently reinforced its 

dominant standing within critical fronti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omains on the world stage. 

A comprehensive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trajectory underpinning the enhancement of this 

system’s overall functional efficacy reveals four distinct and consequential developmental phases. 

During the foundational formative stage, innovation activities were overwhelmingly propelled by 

private initiative and market dynamics, leading organically to the nascent emergence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fundamental architecture. The exigencies of World War II 

precipitated significantly heightened governmental engagement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decisively 

steering the system’s evolution towards a more organized, centrally coordinated framework aimed 

at enhancing collective output. Subsequently, spanning the prolonged Cold War era through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a deliberate and resource-intensive dual-track development strategy—

simultaneously advancing military technological supremacy and robust civilian technological 



 12 

advancement—acted as the principal engine driving a comprehensive, multi-faceted elevation of 

the entire system’s aggregate efficiency and innovative capacity.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strategic paradigm has demonstrably shifted towards an integrated focus on both cutting-edge 

scientific prowess and sustaine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viewed through the prism of 

intensifying great power rivalry. This reorientation necessitates and actively drives continuous 

dynamic adaptation and meticulous, ongoing optimization with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yielding demonstrable, steady gains in its overarch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global 

impact.This research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indispensable catalytic role played by governmental 

entities in orchestrating the construction, refinement, and functional aug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Our analysis discerns that the demonstrable enhancement of the US 

system’s overall efficacy is fundamentally characterized by several interconnected pillars: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clear, forward-leaning strategic orientation providing decisive direction; 

the continuous, deliberate refinement of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s to maximize 

coordination and responsiveness; the systematic cultivation and nurturing of a vibrant, 

interconnected innovation ecosystem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and knowledge exchan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obust, multi-layered policy framework offering sustained, foundational support. 

Furthermore, by scrutinizing emergent trends and strategic recalibrations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US innovation landscape and assessing their profound potential ramifications under evolving 

global dynamics, this study extrapolates pertinent insights and proposes actionable 

countermeasures for augmenting the holistic efficacy of China’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Key 

recommendations encompass: intensifying proactive, strategically-aligned foresight exercises 

coupled with mechanisms for agile policy and resource adjustment; advancing the paradigm of 

organized, mission-oriented basic research, rigorously aligned with both long-term strategic 

imperatives and pressing societal/industrial needs;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performance innovation ecosystem distinguished by the seamless, frictionless flow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critical talent, capital, knowledge, and infrastructural resources; and 

systematically enhancing the coherence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policy 

support system to provide holistic, effective underpinning. 

Keyword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verall efficiency; practical experience; United States 

 


